不再缺席

关于中国大陆基督徒社会参与的思考

彭迦恩

     传福音和社会政治的参与，同为基督徒的责任。----1974年世界福音会议《洛桑宣言》
     “教会的大业就是改革世界……基督教会组成的原意，就是要将有志改革之士结为一体。基督教的职责，意味着立志以改善世界为己任。”----查理芬尼

有两个契机引发我思考中国大陆基督徒的社会参与问题。一个是在四年前，那时我在大陆。有一次我们的城市电视台播放了一家人的不幸遭遇，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姊妹想去看望和帮助他们。这时一个弟兄提到我们为什幺不可以以某某教会的名义去帮助他们呢？这是一个信主不久的弟兄，他并不完全了解家庭教会的不公开的处境以及伴随的安全问题，当然我们教会也没有名字。后来大家还是以个人名义去了。但这件事给我一个冲击，在没有名义，不公开的处境下，大陆基督徒的社会参与是可能的吗？

另一件是在今年7月，那时我作为客人在Focus On The Family的总部。那天Dr. James Dobson 就同性恋问题接受电视采访。我有幸进入演播室。开始之前，我和Focus 的几名工作人员一起为Dr. James Dobson祷告。刹那间我泪流满面。我向神祷告说，求你帮助我们的国家，让有一天基督徒的声音能在政治的，学术的，教育的等领域中被听到，神的心意能运行在我们的社会。这时前面所谈的“可能吗”的问题退到了一边，“怎幺办”的问题浮现了出来。
在本文中，我试图结合社会现状谈谈大陆基督徒社会参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我们是否仍将缺席？

在20世纪初，中国基督徒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反教浪潮此起彼伏，许多地方的教堂遭到洗劫，传教士被杀害。20年代初的非基运动再次掀起了一场知识界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信仰实践的批判，攻击。在这一波波的浪潮中，中国教会开始了本色化运动。自此以来，教会一直作为弱势群体，除了由西教士推动的在慈善，教育等领域还在不断参与以外（本土教会人士参与较少），在学术，政治，文化等层面的声音愈来愈少。在民族救亡的主旋律下，救人灵魂的旷野呼喊退到了一边。作为对社会大潮的反动，本色化教会的神学越发强调灵命进深和圣洁，成为分别为圣的一群人。在这种背景下，从现象来看，教会在中国当代社会参与的许多方面缺席了。这是中国教会社会参与的历史因素。

1949年后，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新政权对教会的控制越来越紧，及至关闭了教会。78年后，虽然陆续开放一些官方的三自教会，但总体来讲，属于“一坐二拍”
的角色。而作为打压对象的家庭教会，更是无力也无门参与。政策的限制成为中国教会社会参与的现实因素。

当然我们都公认不论是1949年前的奋兴浪潮，还是1949年后家庭教会的惊人倍增，都像一股潜流一般在无声地塑造着我们民族的未来。但不可否认，因着历史和现实的制约，我们在社会参与的许多层面中缺席了。

“未得之地”的遗憾

缺席一方面固然有历史和现实的制约带来的无可奈何，但另一方面，福音更新文化的大能（the transformer of culture）
却被掩藏了起来。就如卡尔.亨利（Carl Henry）指出的, 福音不再向世界政治和经济情况发言，基督教信仰和社会改革运动隔离了，神国度的宣扬与现实光景不生关联，其后果是教会把自己和福音一同藏在盾牌后，形成了所谓的“圣民区”。
  福音和教会在当代中国就处于此等光景。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与此伴随的，当我们结合中国社会现状，我们看到还有许多“未得之地”。

“未得之地”既包括大陆还有许多未听过福音的族群，更包括了与社会参与相连的政治，学术，文艺，教育，伦理等领域的福音化问题。这些“未得之地”是神的应许之地，也是我们要努力进入的。而今天，后者的进程已显得极为必要了。

1， 福音的社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影响着目前的福音果子。举一个小例子。在目前大陆的许多教会都已开始儿童主日学的事工。许多孩子在其中认识神，学会祷告，学习成长。但一进学校，自然课或社会发展史的学习和考试就成为孩子和家长极大的挑战。一种物质主义和无神主义的世界观到处弥漫，成为孩子生活的氛围。孩子心中的福音种子能否扎根，需要一个健康文化的塑造和支持。纵使无法要求完全的福音文化，至少能有这样一个亚文化的存在，为他们提供可供支取的资源。可以说，目前许多的福音成果都要求透过社会参与获得巩固，并通过改变文化的氛围使之活化。

2．福音的社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成为福音更进一步传播的制约瓶颈。目前有的人开始在提“福音的第三工场”
，指对知识分子和高校学生的福音工作。这个工场的拓展实在需要文化福音化的配合。

3,  是时代的需求。全球化的浪潮让我们无法关起门来独善己身，要么改变世界，要么我们被世界改变。 目前中国已进入传媒的时代，各种传播媒体无孔不入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各样的异端邪说层出不穷，抢占思想的阵地。基督徒有责任作出响应，在传媒中发出自己的声音，预备一个可接纳福音的土壤。我们今天的退缩会带来我们明天的退场。

4．是基督徒社会使命的要求。基督徒除了有传福音的大使命（太二十八19-20）外，还有社会的和文化的使命。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太五13-16）用盐和光的比喻，生动描述了基督徒在社会中的责任。他强调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基督徒不只是天国的国民，也是地上国度的公民，在地上的权利和责任不因其信仰而有任何的折扣，更因本着信仰的良知善尽职责。1974年在洛桑举行的世界福音大会指出，“传福音和社会政治的参与，同为基督徒的责任。”

社会参与的“未得之地”召唤着我们，呼召我们在新的领域为基督打美好的仗。

积极的心态

我们应从何处着手呢？首先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许久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以对抗性和负面性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社会环境以及教会，基督徒和政府的关系。这个负面性的判断当然是基于事实基础上的：在一个以无神论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中，信仰不能得到充分地表达和自由地传播。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1992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内在结构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教会的内部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这一切一方面在为我们提供新的传福音的机遇，另一方面也为基督徒的社会参与提供着新的可能性。我们需要反思，这种对抗性的心态是否遮蔽我们的看见，让我们无法看见和配合圣灵那渐进而稳步的带领，无法看见神已在新的领域为我们敞开的服侍之门？这种心态是否带给我们过多的批判，而妨碍了全力的建造？是否让我们沉浸在一种崇高的悲壮感中，而成为离群索居的族类呢？一种积极的心态意味着我们从过去的变化来展望未来，以一种建造者的热诚参与中国的各项建设，在其中发现神的带领，见证神。我们既不要陷在一相情愿的以为“什幺都可做，逼迫不存在……”的幼稚病里，也不要陷在一种“黑暗一片，无路可走”的悲观里。求神帮助我们可以看见。

新的变化

我们来看看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些变化。

首先，官方意识形态已失去其原有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的锋芒，在一些旧有话语系统下装的却是实用主义的本质。这种外强中干的意识形态正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而官方也为此头痛不已。经济发展伴随的道德堕落，犯罪率提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越发显出了意识形态的无能。江泽明近两年屡次大讲“以德治国”的问题，但“以德治国”的内核是什么则很空洞。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在考虑从哪里支取资源的问题。基督徒能否切入这样的时代呢？现实为我们提供了多大的发言空间呢？

第二，中央大一统被削弱，跨地区跨行业的条块分割的局面在某些领域如经济，教育等开始出现。这种地区条块分割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政策的空间很难从只观察法规条文得知。一方面执行法规的执行者的个体差异很大，另一方面各地区的工作中心不一样，因而对同一法规的重视程度和宽松度也不一样。因此在一个地区不能做的，在另外的地区或许视若平常。但我们也不能因某件事的成就就推论类似的一定能行，或在一个地区能行的在别的地区就一定能行。

第三，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民间力量的社会参与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空间。一方面越来越多官办的协会在走向民间化，另一方面民间也开始获许可建立一些服务和研究性的协会或研究所。

另外教会本身也在出现一些变化。

第1， 青年人比例的大幅度提高，尤其在家庭教会。据我所在的城市的情况，很活跃的带领人大约有10来个，在他们的教会中，青年人比例都超过70%。青年人或许不成熟，但他们有冲劲，他们有热诚，积极地把所信的告诉人，在工作单位见证神，甚至包括一些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他们没有太多历史的包袱，也较少被逼迫的阴影，只单纯地认为个人表达心中的想法是天经地义的。有个弟兄曾告诉我，既然佛教徒可以到处讲修身养性，我为什幺不可以讲我生命的改变。

第2， 信主的专业人士越来越多。许多的经理人，编辑，记者，计算机工程师等专业人士信主，虽然比例不高，但真正有委身的一个人发挥的功用胜过没有委身的一群人。在一些城市也开始出现商人团契等专业团契。

第3， 城市家庭教会和学生团契的兴起。这些新型教会充满活力，带领人大多是89年后信主的，受过好的教育，他们不断探索新的服侍渠道。目前许多这类教会在经费上已能自给。

上述变化是为我们的社会参与带来了新的服侍空间。

一些观察

我先分享我见到的一些事例。

之一，某基督徒摄影家举办一个别开生面的摄影展，与会人士纷纷发言，谈及从摄影作品看上帝的创造，信仰和美的关系等主题，当地媒体也做了颇多报道。

之二，某专业机构和国内某部门合办中美家庭讲座，讲员从基督教角度谈家庭建造和社会的婚姻家庭导向，反响强烈。

之三，某机构和国内多所大学连续多年合办高等教育研讨会，主要讲员都是海外基督徒学者，潜移默化影响了许多人。

之四，出版领域：有两种类型的书开始有空间许可得以出版。一类是神学思想性的，如潘霍华的《作门徒的代价》，伯克夫的《基督教教义史》等。另一类的是实用生活类，作者兼具信仰背景和专业背景，已出版的如Dr. Robert Hemfelt 的<Love is a Choice>, Dr. James Dobson 的<the New Hide Or Seek>等。这些书的出版并不意味着政策的某种实质性调整，而是表明有些执行政策的具体的人在观念上的某些改变。

之五，某天偶然翻一本国内著名的教育杂志，很惊奇地发现有两个作者是我熟知的基督徒，他们的文章深入浅出，你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圣经精义的发挥。后来我和其中一个作者谈，他说，教育这个阵地，若我们不去占，其它的思想就会涌进去，所以我们要尽力发挥正面的影响。当然怎样活化《圣经》的道理是需要考虑的。

在我看来，这些事件不仅有福音预工的性质；它参与改变中国文化的特质，改变文化的氛围；破除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许多偏见；同时它向世人表明基督教能为今天中国的许多现实问题如婚姻家庭，道德建设等提供丰富的属灵资源。虽然这股潜流极其微弱，但假以时日，必产生广泛的影响力。

        从文化传播来说，最浅最表面的东西通常最先被接受，而最本质的内核要经过无数次的较量冲撞后才可能被广泛接受。在基督信仰的传播中，救恩无疑是我们的内核。从本质来说，这个内核对中国固有文化是异质性的；从现实来说，这个内核的传播没有获得合法化的许可。因而与救恩相连的国度拓展和教会建造自然免不了被打压的命运。但在学术，出版，传媒，社会伦理等方面则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值得我们去参与。

几点分析

从笔者的视野，目前大陆基督徒的社会参与有以下特点。

1． 参与的主体。目前主要以个人或专业机构的名义在进行，有少数地方的三自教会也在参与一些政策的讨论。

2． 参与的领域。目前海外团体主要可参与扶贫，慈善，专业交流等。国内基督徒可参与社区服务，经济，教育，传媒，学术等领域。

3． 参与的重点。我认为目前的重点应放在文化传播领域，改变文化的氛围。一方面这个领域有许多事切实可行，同时也有更持久的影响力。比如学术领域，如何透过研讨会或丛书的出版介绍基督教，破除中国人认为基督教是西方的，是霸权帝国主义的工具等偏见就是很现实也很有意义的事。

当涓涓溪流汇入大海时，它才真正知道自己的价值。我们也惟有在神的永恒计划中才得以看见我们今天零零散散的工作的价值。

后记：介于作者所接触的多为大陆知识圈，所以本文所用例子多为知识圈中的。我盼望接下来能更深入的针对普通基督徒怎样切实地参与社区，文化传播等发表意见。（（作者为本院学生，本文发于海外校园《举目》2002年5月总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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